
 

 

中国农村劳动力稳态流动对乡村老龄化的影响
−基于 2009—2021年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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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农村老龄化速度持续加快，农村仍然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点和难

点。文章讨论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趋于稳态背景下，乡村老龄化加剧的形势并未弱化，人口老龄化

城乡倒置的现象也更为明显，并利用 2009—2021 年千村调查的 9 429 个村域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

究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流出的劳动力实质

上是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劳动者，是城镇的常住人口，这直接导致乡村老龄化加快；二是流出的农村

劳动力适应了城镇的就业和生活状态，即使回流也大都不返乡，回流对乡村老龄化加速的缓解作用

不大；三是中国农村聚族而居的现象正在减少，城镇定居已经成为流出劳动力的愿景和趋势，而城

镇定居者大多以青壮年居多，老年人因为生活习惯和成本的考量更加倾向于留在乡村，这加快了乡

村老龄化速度；四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乡村老龄化的影响。文章认为，政府应警惕回流劳动力因为

无法就业、乡村公共服务较弱等问题而反复流动，所以需要持续推动乡村振兴以及农村多层次养老

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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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人口老龄化可能是中国现在和未来较长时间的基本国情之一。老龄化问题的重点和难点

皆在农村，相对于城镇，农村的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未富先老”的现象更为明显。根据全国

老龄办的数据预测，2035 年中国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农村人口中所占比重将达到

37.7%，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加剧。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持续推进，尤其是县域经济的发

展，劳动力流动特征由外出到回流的趋势发生转变，流动直接导致区域人口结构的变化，这种趋

势可能会弱化农村老龄化程度加大的情况。事实上，回流并未明显缓解农村老龄化严峻的局

面，老龄化速度仍然在加快，人口的城乡老龄化倒置现象也更为明显，根据历年人口普查数据

中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这一指标的变化来看，2000年农村地区的比重为 10.89%，比城市地

区高出 0.84个百分点；2010年农村地区的比重为 14.98%，高出城市地区 3.51个百分点；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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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的比重为 23.81%，高出城市地区 8.27个百分点。因此，农村的老龄化速度正在加快，城

乡老龄化差距持续拉大。

老龄化可能是世界人口发展的趋势，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验证的普遍现象和规律。中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就高于城镇地区，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一直比较

突出（邬沧萍等，2004；王桂新，2015）。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存在老龄化城乡倒

置的现象，具有较强的普遍性（杜鹏和王武林，2010；林宝，2018；Wang 等，2021；Peng 等，

2023）。李辉和王瑛洁（2012）的研究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现象将会持续较长时间，

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城乡倒置的内在原因，城乡人口迁移是城乡倒置的直接原因。以青壮

年为主的劳动力流动形态使得农村的老龄化高于城镇（Liu等，2023），而青壮年与老年人在心理

倾向、文化素质、生活习惯、劳动技能和社会适应性方面的差异，使得从农村流向城镇的人口绝

大多数是青壮年。并且，这种流动是单方向的，由农村流向城镇，城镇流向农村的极少，而青壮

年的流出使得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相对上升，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城镇的青壮年人口规模

相对增加，老年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城镇的老龄化速度相对减缓。另外，农村青壮年在流入城镇

的过程中，还有一部分携带子女流出（Fang和 Shi，2018；扈新强和赵玉峰，2021），这进一步使得

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相对扩大，其与城镇老龄化的差距增加。

农村劳动力流动早期，是以“候鸟式”迁移为主（张开志等，2020），流出劳动力在农忙和春

节时期返回农业、农村（贺振华，2005），家庭的重心往往在农村，青壮年在农村的居住时间较

长。随着劳动力流动进程加快，外出劳动力回流趋势增加（Rahman 和 Salisu，2018；康姣姣等，

2021），流动的距离缩短（吴方卫和康姣姣，2019），新生代流动人口并未从事农业相关活动，大部

分时间都居住在城镇，与农业、农村长时间分离，家庭的重心逐渐向城镇转移，青壮年在农村居

住的时间逐渐缩短。城镇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教育等方面的优势吸引流动劳动力倾向于在

城镇继续生活（Tian等，2017；Wang等，2023）。中、小规模城市的房价也在可以承受范围内，就

使得流动劳动力在城镇定居的趋势增加（夏怡然，2010；郭雅琪等，2022）。越来越多的流出劳动

力更愿意在城镇生活或者定居，适应了城镇的就业和生活状态，即便回流也大都不返乡。并且，

老年人因为生活习惯和生活成本等原因，到城镇生活或者定居的倾向较小，导致农村只剩下老

年人，这加快了农村老龄化速度。当然，农村老龄化的加剧不仅让规模巨大的农村老年人口的

社会保障问题成为挑战（党俊武，2018；Russell等，2021），还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

（陈锡文等，2011；Ren等，2023）。

本文研究发现，一是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劳动力流动趋于稳态，其有稳定

而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几乎所有生活、工作时间都在城镇，流出的农村劳动力实质上就是户籍

在农村的城镇劳动者，是城镇的常住人口。二是农村劳动力回流不返乡。大部分流出劳动力并

未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流出劳动力与农村、农业分离，在这种情景中，回流的劳动力并不会

回到农业，也不会回到农村。三是进城镇定居已经成为流出劳动力的趋势，稳定而有规律的作

息时间使其产生强烈的定居需求，中国农村聚族而居的现象也正在减少。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已有的文献主要是对中国整体老龄化现状的讨论，少量涉

及农村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也只侧重于城乡差异的比较，专门针对乡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并

不多，本文利用 2009—2021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和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乡村老龄化现

状进行分析，在研究内容和数据上对现有文献有一定的补充，有助于揭示中国真实的农村劳动

力流动与老龄化现状、趋势。第二，在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劳动力流动趋于

稳态，乡村老龄化也随之发生改变。并且，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必然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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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特点。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城镇在就业、公共服务、生活便利等方面的

优势，使得城镇生活、定居成为趋势。本文着重解释为什么劳动力回流趋势增加而乡村老龄化

速度依然加快的“现实悖论”，从而判断未来中国农村老龄化特征、趋势，为解释中国农村乡村

老龄化持续加快提供一个新的角度。第三，本文也从当地就业机会、非经济因素等角度讨论劳

动力稳态流动对乡村老龄化影响差异，为乡村振兴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新的解

决思路。

二、中国农村老龄化现状与趋势

（一）中国农村老龄化特征与趋势

我国农村老年人口规模正在扩大，老龄化速度也在加快。在过去 20多年里，中国农村人口

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年轻人口规模缩小和年长人口规模扩大，具体表现为：0—14 岁少儿

人口占比从 2000 年的 25.52% 下降到 2020 年的 19.27%；15—60 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 2000 年

的 63.58%下降到 2020年的 55.94%；而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群体占比由 2000年的 10.89%上升

到 2020年的 23.81%。①

这些变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农村生育率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流出以及预期寿命的延

长。随着中国第一次人口高峰期（1950—1958年）出生的群体进入老年阶段，第二次人口高峰期

（1962—1973 年）出生的人口也趋近老年，在现在和未来较长时间内，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将持续

扩大。我们的调研数据与普查数据的趋势基本一致，农村老龄化基本上呈现出逐年加大的趋

势。2009 年村域内 60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为 12%，2021 年占比达到 26.95%，在这 13 年里，

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提高了 14.95个百分点，如图 1所示。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年份

30%

25

20

15

10

5

0

60岁及以上比例（常住人口）

60岁及以上比例（户籍人口）

图 1    农村老龄化趋势

注：数据来源为 2009—2021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由于调查在每一年选择的村域不同，可能会造成不同年份间老龄化数据

存在较大差异。

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加深。大规模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镇，生活和就业空间皆在城

镇，是城镇的常住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城镇老龄化速度，而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

长时间离开农村，导致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相对扩大。城乡老龄化差距扩大，人口老龄化的城乡

倒置现象加深，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老龄化差距出现明显的缺口，这与我们的“千村调查”数

  2024 年第 2 期

 ① 数据来源：第五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  80  •



据相互佐证。调查数据显示，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老龄化差距由 2009 年的 1.7 个百分点，增

长到 2021 年的 4.31 个百分点，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老龄化率差距虽然在 2012—2016 年呈现出

较大波动，但基本上呈扩大的趋势。户籍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常住人口老龄化趋势几乎一致，老

龄化程度逐年加大，2009年 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占比为 10.3%，到 2021年该占比达到 22.65%。
（二）农村老龄化具有区域差异性

2000年以前，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老龄化率高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北京和上海，①并且老龄

化具有向中部地区扩散的趋势（袁俊等，2007）。调研数据显示，2009—2021年农村老龄化整体上

呈现出从中部到东部沿海、再到东北的递进规律。东北地区农村老龄化程度迅速加大。

2009年，中部地区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相对较高，达到 12.79%，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 60岁
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 12.17%、11.84%，东北地区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较低，只有 7.99%，具体

如表 1所示。

随着劳动力流动进程加快，外出规模持续扩大，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劳动力回流和就近

就业规模逐渐扩大，这就使得东部沿海等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加大了东部地区的老

龄化，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回流增加，老龄化率增长相对较为缓慢。2021 年，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比最高为东部地区，达到 29.63%，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为 27.47%、26.14%，西部地区 60岁及以上

人口占比相对较低，只有 23.53%，如表 1 所示。老龄化的区域差距具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2009年，老龄化最高的中部地区与老龄化最低的东北地区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差距只有 4.8个
百分点，而在 2021 年，老龄化最高的东部地区与老龄化最低的西部地区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差距达到 6.1个百分点，地区间老龄化差距逐渐凸显。
  

表 1    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差异（%）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东部地区 12.17 14.00 15.89 19.41 19.83 19.10 22.11 21.61 23.96 26.34 24.88 29.63

中部地区 12.79 15.45 17.35 16.18 15.03 22.71 23.38 19.95 23.89 23.03 23.67 27.47

西部地区 11.84 12.65 15.58 16.40 15.88 21.51 19.35 19.33 23.76 22.76 21.13 23.53

东北地区 7.99 13.30 13.47 15.84 13.93 20.86 20.90 20.89 31.82 28.79 29.02 26.14

　　注：根据2009—2021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整理。
 

（三）劳动力外出、回流与农村老龄化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规模持续扩大，外出的青壮年劳动力是城镇的常住人口，这加剧了乡

村老龄化。在近 10 多年里，农村劳动力流动发生较大改变。外出规模依然在扩大，具体如表 2
所示。由 2008年的 2.25亿增加到 2021年的 2.92亿，但增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甚至在 2020年
为负，跌至−1.8%。东部地区依然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流向，但往东部地区集中的趋势有所减

弱，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占比一直在 50% 以上，由 2008 年的 71% 下降到 2021 年的 52.78%，
下降了 18.22 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就业的规模逐渐增加，尤其是中部地区，由 2008 年的

13.2%增加到 2021年的 22.46%，增长了 9.26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地理距离缩短，回流

趋势增加，市内流动人口和省内跨市流动增加。2010年以后，跨省转移的农民工规模相对缩小，

由 2010 年的 33.2% 降低至 2021 年的 24.42%。千村调查数据与农民工监测报告数据相互佐证，

具体如表 2所示。农村劳动力外出率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这与中国整体的农民工流动

趋势一致，在经历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数千万农民工的就业受到冲击（李培林和李炜，

康姣姣、吴方卫：中国农村劳动力稳态流动对乡村老龄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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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09年农村劳动力外出率相对较低，只有 13.99%。随着国际经济的回暖和中国经济的持

续发展，劳动力外出规模扩大，2010年外出率达到 28.53%。但在 2013年之后，外出率逐渐下降，

2019年下降到 15.17%，其后外出率有所上升，2021年外出率达到 22.65%。流出的人口基本上是

青壮年，年龄相对较小，大部分外出劳动力在 50岁以下，这直接造成了农村老年人口相对增加，

老龄化程度加大。
  

表 2    农村转移劳动力特征与趋势

年份

年龄结构（%） 区域分布（%） 农民工规模（万人） 职业分布（%） 外出趋势（%） 回流趋势（%）
商品房

购买（%）
50岁及

以下
50岁以上 东部 中部 西部

外出

农民工

本地

农民工

第一产业

就业占比
外出率

回流

到乡

回流到

乡外

2008 88.6 11.40 71.00 13.20 15.80 14 041 8 501

2009 87.8 12.20 62.50 18.80 18.10 14 533 8 445 13.99 1.47 12.5

2010 87.1 12.90 66.90 16.90 15.90 15 335 8 888 28.53 2.29 12.92

2011 85.7 14.30 65.40 17.60 16.70 15 863 9 415 26.79 2.08 16.39

2012 84.9 15.10 64.70 17.90 17.10 16 336 9 925 14.13 2.07 19.89

2013 84.8 15.20 60.10 21.10 18.40 16 610 10 284 0.6 28.02 2.38 7.80 14.21

2014 82.9 17.10 59.90 21.10 18.70 16 821 10 574 0.5 18.27 2.91 8.95 13.65

2015 82.1 17.90 59.40 21.50 18.80 16 884 10 863 0.4 17.94 4.28 11.77 14.12

2016 80.9 19.10 56.70 20.40 19.50 16 934 11 237 0.4 17.48 3.78 9.32 14.54

2017 78.7 21.30 55.80 20.60 20.10 17 185 11 467 0.5 18.91 2.13 8.24 13.63

2018 78.00 22.00 54.80 21.00 20.80 17 266 11 570 0.4 18.96 3.03 8.15 14.11

2019 75.4 24.60 54.00 21.40 21.20 17 425 11 652 0.4 15.17 2.03 6.11 16.66

2020 73.6 26.40 52.98 21.80 21.99 16 959 11 601 0.4

2021 72.7 27.30 52.78 22.46 21.47 17 172 12 079 0.5 22.65 2.15 17.39

　　注：根据2008−2021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整理，外出趋势、回流趋势、商品房购买数据来自2009−2021年千村调研数据。
 

青壮年劳动力返乡，补充了农村的非老年群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乡村老龄化。不同地

区的经济发展进程差异、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直接导致了农民工流向的改变。如表 2 所示，在

经历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劳动力返乡规模有所增加，2009年返乡率为 1.47%。乡村振

兴的推进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劳动力返乡，返乡的趋势增加。2015年返乡率达到最高

值 4.28%，其返乡趋势有所下降，在 2021年只有 2.15%，劳动力回流到乡村相当于补充了农村的

年轻群体，降低了乡村老龄化。从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回流主要还是回到乡外，未回到农村。

三、机制分析与研究设计

（一）机制讨论

ar1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早期，有“离土不离乡”的特点，尤其是在农忙、春节时期，流出劳动力

返回农业、农村，流出劳动力的大多数居住时间还在乡村，乡村的实际老龄化率与户籍老龄化

率差异较小，户籍人口老龄化率（ ）是村域的自然老龄化率。在不考虑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封

闭区域内人口的自然老龄化率主要与生育率、死亡率有关（曲海波，1989；杨菊华等，2019），农
村地区自身的经济、环境、社会、公共服务等差异使得区域内出生率、死亡率、居民身体健康状

况不同，进而形成老龄化差异，例如北京、上海农村老人的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程度较高，农村

老龄化率一直较高。村域的自然老龄化率即户籍老龄化率是反映劳动力未流动时村域原本的人

口年龄结构状态。在大部分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流出，其户籍依然在农村，因而户籍老龄化率并

未受到较大的影响，青壮年流动主要是造成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进而造成常住人口与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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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2

籍人口的人口结构存在差异，尤其是在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单方向流动的情况下，农村真实的

老龄率是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率（ ），而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老龄化差距呈现出明显的缺口。

lo
∂ar2

∂lo
> 0

lr
∂ar2

∂lr
< 0

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城镇的非农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且其工资性收入相对

高于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镇。而由城镇流向农村的趋势较

小，流动是单向的，流出人口主要是青壮年劳动人口，这种单向流动和年龄选择性直接造成农村

非老年群体减少。老年人因为生活习惯、生活成本以及文化差异等，大多不愿意进城，农村只剩

下老年人，这直接造成乡村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年龄人口长时间在城镇就业、生活，是城镇的常

住人口，这直接导致农村的年龄结构偏老化，劳动力外出率（ ）越高，农村的老龄化率越高，即

。随着乡村振兴的落实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建设，返乡创业的规模扩大，外出劳动力返

乡，这相当于补充了乡村的非老年人口规模，减缓了老龄化加速的倾向。因此，劳动力返乡率

（ ）越高，农村的老龄化率越低，即 。

农村劳动力流动趋于稳态，稳定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其习惯城镇的生活方式，回流也不返

乡，对农村老龄化加速的弱化作用较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升

级和转移，大规模的制造业企业内迁使得劳动力回流趋势比较明显，重庆、成都、武汉、长沙、西

安、郑州等省会城市成为新的劳动力聚集点，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逐渐明显。如表 2所示，流出

劳动力在农忙时节返回农村、农业，然而新生代流动人口已不像老一代流动人口，“候鸟式”流

动减少，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也逐步由农业经营性收入转变为工资性收入，转出劳动力

在城镇就业和生活也相对稳定，回流不返乡的现象也更为明显。外出与回流现象都存在，但回

流并未返乡，而是回到原居住地周边的县城、市域等，即外出劳动力由“农村到城镇”，回流劳动

力由“城镇到城镇”，劳动力稳定在城镇，回流对老龄化加速的弱化作用较小。

ρ
∂ar2

∂ρ
> 0

农村劳动力长时间在城镇就业和生活，产生较为强烈的定居需求。劳动力流动到城镇，由

于习惯了城镇的生活，包括城镇的便捷生活、公共服务、医疗条件等方面的优势，使得年轻人对

城镇生活和就业更为偏好。外出的劳动力大都不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就业大都集中于制造

业和服务业，稳定而有规律的作息时间使其产生强烈的定居需求。并且，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

化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必然强化这一特点。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城镇在就

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使得进城定居成为趋势。《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就对于转出劳动力在城镇定居的住房问题提供了相关政策支持，指出需要“采取廉租住房、公

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等多种方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青壮年劳动力定居在城镇的倾向增

加，家庭以城镇为主，重心逐渐向城镇偏移，加快了农村老龄化速度。因此，城镇定居规模越大

（ ），农村老龄化越高，即 。具体的机制分析如图 2所示。

 
 

稳态流动
（稳定流向城镇）

以城镇家庭为主
①②

农村劳动力外出
lo

农村劳动力回流
lr

乡村老龄化ar2

青壮年
城镇定居θ

①

② 回流
不返乡ρ

农村→城镇

城镇→城镇

图 2    劳动力外出、回流与农村老龄化

劳动力回流是指回到有就业机会的地方。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持续扩大的背

景下，农村劳动力也在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青壮年劳动力回流，一般还是会进入劳动市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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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经营收入相对较低，如果本地没有合适的就业机会，青壮年即使回流到农村依然会再

外出，形成反复流动。因此，在本地没有合适就业机会的村域中，返乡率对老龄化的冲击并不

大。如果本地经济发展较好，乡村振兴推进速度较快，就业机会较多，就容易吸引劳动力回村。

并且，由于就业机会较多，劳动力留在乡村的概率更大，这直接弱化了乡村的老龄化。农村的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直接影响青壮年劳动力的留乡意愿，劳动力稳态流动使得农村

家庭居住分离更为明显，居村老人的养老困境也更大。受制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制度要素和结

构原因，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在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空间隔离更是十分常见，人口流动带来家

庭成员的代际居住分离，尽管家庭团聚的障碍在逐渐消解，但由于多种原因，无论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中国家，许多流动人口皆面临与核心家庭成员居住的分离问题。教育、婚姻、养老等非经济

因素也吸引着劳动力回流，如果这类服务保障力度较大，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农村定居生活的意

愿也就越大，返乡对乡村老龄化加剧的弱化作用也就越明显。并且，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和社会保障也影响乡村老人的养老状况。因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 1：流出劳动力基本上在城镇就业、生活，实质上是城镇的常住人口，其所形成的人口

结构变动直接导致乡村的老龄化加快，而青壮年城镇定居的愿景和趋势使得乡村的老龄化趋势

更为明显。

假设 2：回流的劳动力并未返乡，而是回到家乡周边的城镇（县或市），其对乡村老龄化加速

的缓解作用不大。

假设 3：因为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的不同，农村劳动力流动对

乡村老龄化的影响存在差异。

（二）研究设计

ar2i i

根据机制部分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老龄化的讨论，本文利用 2009—2021年的千村调

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被解释变量为乡村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率（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 表

示村域个体，实证方法用 OLS 回归，具体方程是：

lnar2i = β0i+β1i ln loi+β2i ln lri+β3i lnρi+β4i lnar1i+αi xi+εi （1）

loi lri ρi ar1i xi

β α εi

其中， 为外出率， 为返乡率， 为商品房购买率， 为户籍人口老龄化率， 表示其他控制

变量，包括村域居民的收入水平、人口规模、就医可及性。 、 为待估系数， 为标准误。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 2009—2021 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该调查自 2008 年以来

已经进行了 14年，每年的调研方法一致，采取定点与返乡两种方式，定点调研是在全国 31个省

（区、市）选取调研 30多个县，从每个县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 2个乡镇，再从入选的每个乡镇中

分别抽取 10个行政村，最后从入选的每个行政村中随机抽取 10—20户进行调研。返乡调研是根

据大学生返乡选取 10—20 户进行调研所完成，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而定点和返乡的调查对象依

据多阶段系统规模成比例的不等概率抽样法确定。截至 2022 年，调查公布了 13 次，样本超过

13万个家庭，个体样本约 27万，涉及约 14万个家庭。本文试图从村域层面讨论劳动力外出、回

流对老龄化的影响，2008年的数据主要是针对农民发展的调查，并未涉及劳动力流动和老龄化

方面的讨论，因而本文选取了 2009—2021年的数据，观察值为 9 429个行政村。

（四）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为乡村老龄化率。为反映农村真实的老龄化现状，被解释变量设定为村域中常

住人口的老龄化率，即一年里居住时间在 6个月以上的人口中 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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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为劳动力的流动特征，主要用外出率、返乡率表示。外出率主要是指村域内外出

劳动年龄人口占整个户籍人口比例，返乡率主要是指返回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整个户籍人口

的比例。为进一步讨论回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解释变量加入回流到县、回流到市及市外的

变量。青壮年进城定居倾向用村域内家庭商品房购买率表示。

控制变量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农村的老龄化主要与其自身的人口结构有关，因而

加入了户籍老龄化率作为控制变量。另外，还加入收入水平、人口规模。老年人的身体各项机

能并不如年轻人，患病和突发疾病的可能性较高，因而加入就医可及性作为控制变量，用村到县

卫生医院的距离表示，具体变量的解释见表 3。
  

表 3    变量和变量说明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误 样本量

乡村老龄化 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加1取对数 2.55 1.16 9 429

外出率 外出劳动力的比例（%）加1取对数 2.34 1.37 9 429

返乡率 回流到原居住村或者乡的劳动力比例（%）加1取对数 0.64 0.89 9 429

回流到县 回流到原居住县城的劳动力比例（%）加1取对数 0.69 0.86 4 562

回流到市及市外 回流到原居住市内或者市周边的劳动力比例（%）加1取对数 1.28 1.12 4 562

商品房购买率 在城镇购买商品房的比例加1取对数 2.50 0.85 9 429

户籍人口老龄化率 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加1取对数 2.49 1.15 9 429

收入水平 人均纯收入（元）加1取对数 8.52 2.14 9 429

人口规模 户籍人口规模（人）取对数 7.54 0.85 9 429

县卫生医院距离 村到县卫生医院的距离（公里）加1取对数 1.55 1.53 9 429
　　注：数据来源为2009−2021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老龄化、外出率、返乡率、商品房购买率、收入可能存在等于0的情况，因而

在变量处理时作加1取对数处理；调查中针对劳动力回流到具体地点的数据主要是2013−2019年这7年，因而涉及到回流到乡、县、市

的讨论样本量只有4 562个。
 

四、实证分析

（一）基础回归

根据前文关于劳动力流动与老龄化变化的讨论，在控制了村域的自然老龄化率、收入状

况、人口规模、到县卫生医院的距离以及地区、年份固定效应，实证结果与讨论的内容一致。

劳动力外出、青壮年的减少是农村老龄化速度加快的直接原因。由表 4 实证结果显示，外

出率对常住人口老龄化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即外出率越高，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越高，与假说 1的
讨论一致。

非农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城镇的发展，使得农村劳动力跨区域、部门流动，大部分转出劳动

力年龄相对较小，农村非老龄群体减少，老年人口规模相对增加，这直接加快了农村老龄化速

度，这是老龄化城乡倒置的主要原因。外出率对常住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系数为 0.065，即外出率

每提高 1%，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提高 0.065%。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

发生了较大改变，流出劳动力大部分就业趋向于职业化，工作时间和生活空间相对趋于稳定。

这与假说 1 的讨论一致，流动劳动力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实质上是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劳动者是

城镇的常住人口，因此劳动力流出所形成的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直接导致乡村老龄化加快。

劳动力返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乡村老龄化速度。根据表 4的实证结果，返乡率对常住人

口老龄化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即返乡率越高，农村老龄化越低。返乡的劳动力增加了农村非老

年群体规模，使得老年人口规模相对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老龄化加快的趋势。随着

乡村振兴的推进，农村就业机会的增加也吸引了一批外出劳动力回到乡村。并且，流入地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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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调整导致一大批制造业生产工人不得不离开岗位，回乡也是其选择之一，这就导致了返

乡规模的扩大。返乡率对常住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系数为−0.028，即返乡率每提高 1%，农村常住

人口老龄化降低 0.028%。
 
 

表 4    农村劳动力流动、居住分离与老龄化

（1） （2） （3） （4） （5） （6） （7）

外出率 0.059*** 0.065*** 0.035*** 0.034*** 0.034***

（0.007） （0.007） （0.006） （0.006） （0.006）

返乡率（回流到乡） −0.028*** −0.021***

（0.010） （0.008）

商品房购买率 0.020*

（0.011）

回流到县 −0.004

（0.009）

回到市及市周边 −0.005

（0.007）

户籍人口老龄化率 0.692*** 0.692*** 0.692*** 0.692*** 0.846*** 0.846*** 0.846***

（0.009） （0.009） （0.009） （0.009） （0.014） （0.014） （0.014）

收入水平 −0.011*** −0.014*** −0.013*** −0.012*** −0.015*** −0.015*** −0.015***

（0.004） （0.004） （0.004） （0.004） （0.003） （0.003） （0.003）

人口规模 0.015 0.017 0.018 0.015 0.057*** 0.056*** 0.057***

（0.012） （0.011） （0.011） （0.012） （0.010） （0.010） （0.010）

县卫生医院距离 0.033*** 0.024** 0.024** 0.032*** 0.035*** 0.036*** 0.036***

（0.011） （0.011） （0.011） （0.011） （0.007） （0.007） （0.007）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582 0.464 0.428 0.554 −0.049 −0.032 −0.029

（0.510） （0.508） （0.508） （0.511） （0.301） （0.302） （0.302）

R2 0.709 0.712 0.712 0.709 0.725 0.724 0.724

N 9 429 9 429 9 429 9 429 4 562 4 562 4 562

　　注：括号里为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调查中针对劳动力回流到具体地点的数据主要是

2013−2019年数据，因而列（5）、列（6）、列（7）分劳动力回流具体地点时只涉及到这7年的样本。
 

农村劳动力流动趋于稳态，回流不返乡，从而导致乡村老龄化程度持续加大。根据表 4 实

证结果，只有劳动力回流到乡村对老龄化有负面影响，回流到原居住地的县城或者市、市周边

对老龄化的影响不显著，与假说 2的讨论一致，回流的劳动力并未返乡，而是回到家乡周边的城

镇（县或市），其对乡村老龄化加速的缓解作用不大。主要原因是随着劳动力流动趋于稳态，外

出劳动力长时间在城镇生活和在非农产业就业，与农村、农业分离。绝大多数回流的劳动力并

不返回原居住的村落，而是回到就近的市、县或镇就业，劳动力回流实际对农村老龄化的减弱

效果极为有限，由于回流不返乡，农村老龄化的速度依然会加快。

青壮年进城定居加剧了乡村老龄化。根据表 4实证结果，城镇商品房购买率对常住人口老

龄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即城镇商品房购买率越高，农村的老龄化率越高，与假说 1 的讨论一致，

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进程的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大都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稳定而有

规律的作息时间使其产生强烈的住房需求。并且，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的新常态发展格局必然强化这一特点。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城镇在就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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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生活便利等方面的优势，使得进城购房定居成为愿景和趋势。基于子女教育、婚姻、就

业的需要，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尤其是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使得外出的劳动者习惯城镇的生活

环境和就业生态，倾向于在城镇购房定居。老年人群体出于生活成本和生活习惯的考量，往往

更喜欢现有农村的生活状态，到城镇定居的主要是年轻群体，农村老年人规模相对扩大，城镇定

居的形态使得农村老龄化程度加大。商品房购买率对常住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系数为 0.02，即城

镇商品房购买率每提高 1%，农村老龄化提高 0.02%。
农村老龄化具有较强的区域特征。根据表 4实证结果，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率对乡村老龄化

的影响显著为正，即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率越高，乡村老龄化率也就越高。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

动基本上是“人迁、户不迁”的状态，即很多流出劳动力并未将户口一起迁走，户籍人口老龄化

率往往表示为村域没有人口流动时人口的自然老化状态，反映村域在一段时期内的人口结构。

乡村老龄化与村域内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状态有关，即与村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服

务、社会环境等相关，具有较强的区域特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地区老龄化差异。收

入水平对乡村老龄化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到县医院的距离对乡村老龄化的影响显著为负，即收

入水平越高，老龄化率越低，离县医院的距离越近，老龄化率越低。收入水平越高的村，往往经

济较为发达，交通相对方便，可能劳动力更愿意在本地就业，这降低了老龄化水平。离县医院的

距离主要表示就医可及性，也是医疗保障的一部分，保障程度越高，年轻的劳动力更愿意留在村

里。人口规模对乡村老龄化的影响显著为正，人口规模越大，老龄化越高。

（二）机制验证

外出青壮年在城镇定居和回流劳动力不返乡，因此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减少，这直接导致乡

村老龄化加快。由表 2数据可知，回流的劳动力中，返乡的比例在 1.47%至 4.28%之间，占回流

比例不到 30%，也即是我们所讨论的回流不返乡。劳动力返乡与外出原因的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

教育、婚姻、养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导致劳动力回流。这部分因素是导致劳动力返乡的

主要原因。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相对不足，很多青壮年选择返乡，履

行为人父母、为人子女责任的同时，也结束亲子之间的空间隔离。政府应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养

老保障、医疗条件等来改善农村的非经济环境，吸引外出劳动力返乡，合理利用回流资源，那么

返乡对乡村老龄化加剧的弱化作用也就越明显，也会改善乡村生活面貌，推进共同富裕。另外，

流动劳动力因为身体原因，包括疾病、残疾等，在城镇就业较为困难，这也是其回流的主要原

因。影响回流的经济因素有农村的务农收入提高、生活费用低和城市的工作不稳定等。
  

表 5    劳动力返乡与外出原因

（1） （2） （3） （4） （5） （6）

非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 无合适的就业机会 有合适的就业机会 非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

返乡率 −0.029** −0.024 −0.001 −0.027*** −0.026** −0.016

（0.013） （0.015） （0.019） （0.010） （0.011） （0.015）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207 0.438 −0.352 −0.061 −0.174 0.023

（0.646） （0.573） （0.482） （0.309） （0.423） （0.444）

R2 0.775 0.664 0.797 0.745 0.773 0.765

N 5 015 4 414 1 248 3 314 2 603 1959

　　注：括号里为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非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照顾老人、子女教育、结婚、

配偶团聚、医疗养老保障等。
 

本文认为，青壮年劳动力回流一般还是会进入劳动市场。流动劳动力在前期的就业中收入

基本上不高，储蓄也不多，如果回到农村，其已有的储蓄可能并不足以支撑其生活，一般还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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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劳动市场。农业生产经营收入相对较低，如果本地没有合适的就业机会或者工资收入较

低，青壮年即使回流到农村依然会再外出。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喜欢城镇的生活环境而外

出，形成反复流动。因此，本地没有合适的就业机会，返乡对老龄化的冲击并不大。如果本地经

济发展较好，乡村振兴推进速度较快，就业机会较多，则劳动力留在乡村的概率更大。

（三）异质性讨论

不同乡村的老龄化差异是由于乡村人口结构的不同所导致的，同时也受到劳动力外出、回

流等流动状况所影响。在回流和外出原因不同的情况下，流动对乡村老龄化的影响也存在异质

性。因此，本文分东部和非东部地区、影响外出的本地是否有合适就业机会、影响回流的经济因

素和非经济因素来讨论劳动力流动对乡村老龄化作用的异质性。

劳动力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根据表 6实证结果，返乡率对老龄

化的负影响在非东部地区更显著。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的经济相对较为发达，是劳动力主要流

入地，而东部地区的流出劳动力倾向于就近就业，流动的地理半径相对较短，非工作时间返乡的

倾向较高，因而劳动力流动对老龄化的冲击也相对较小。东部地区非农经济相对较为发达，农

业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例如江苏等地区由以前的粮食输出地转为粮食输入地，粮食生产发生转

移，务农提高的幅度较小，回流到农村对乡村老龄化的冲击也相对较小。
  

表 6    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非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 无合适的就业机会 有合适的就业机会 非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

返乡率 −0.029** −0.024 −0.001 −0.027*** −0.026** −0.016

（0.013） （0.015） （0.019） （0.010） （0.011） （0.015）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207 0.438 −0.352 −0.061 −0.174 0.023

（0.646） （0.573） （0.482） （0.309） （0.423） （0.444）

R2 0.775 0.664 0.797 0.745 0.773 0.765

N 5 015 4 414 1 248 3 314 2 603 1959

　　注：括号里为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非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照顾老人、子女教育、结婚、

配偶团聚、医疗养老保障等。

本地不同的就业机会造成劳动力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存在差异，这与假说 3 的讨论一致，

本地有合适的就业机会时，返乡对老龄化的影响更为显著。如果本地有合适的就业机会，则会

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到乡村，这些就业机会能够让回流劳动力更好地就业、生活，那么其再外

出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因此，本地较多的就业机会不仅会吸引劳动力回流，也会让劳动力留下

来，对老龄化的弱化作用更为明显，也就使得返乡率对老龄化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也是乡村振兴

的主要方向。

回流的不同原因导致劳动力流动对乡村老龄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根据表 6实证结果，在

非经济因素为主要回流原因的村域中，返乡率对老龄化的负影响更为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养

老、子女教育、婚姻等非经济因素是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返乡的原因，这类因素主要与农村的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有关。如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越好，青壮年劳动力回到农

村，并留在农村定居生活的意愿也就越高，返乡对乡村老龄化加剧的弱化作用也就越明显，返乡

率对乡村老龄化负影响的作用也就越大。

（四）稳健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如表 7 所示。2019 年所发

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劳动力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皆造成了冲击，因而在列（1）只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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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9 年样本的实证结果。并且，由于一些大城市很多劳动力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差

异，劳动力流动状态也会不同，造成劳动力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存在偏误，故列（2）为去除一线

城市样本的实证结果。

很多劳动力回流是因为自身年纪较大、身体残疾等因素所导致的，这部分样本可能会造成

劳动力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列（3）为去除身体原因样本的实证结果。并且，通

过改变变量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来说，用老龄化的百分比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出、回流

的百分比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列（4）所示。另外，用县域内去除本村的平均返

乡率作为返乡率的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列（5）所示。实证结果与基础回归的结果一

致，因而本文的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表 7    稳健性分析

（1） （2） （3） （4） （5）

排除公共卫生事件冲击
改变样本 改变变量 改变方法

去除大城市 身体原因回流冲击 变量不取对数 IV

返乡率 −0.033*** −0.026** −0.022*** −0.079*** −0.041***

（0.010） （0.011） （0.008） （0.021） （0.015）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502 0.477 −0.169 −0.948 0.341***

（0.519） （0.685） （0.307） （8.987） （0.077）

R2 0.711 0.738 0.73 0.558 0.604

N 8 850 8 039 4 073 9 429 9 429

　　注：括号里为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列（1）为去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只包括

2009−2019年的样本回归结果；列（2）为去除大城市（北、上、广、深）的样本回归结果；列（3）为去除因为年纪大、身体残疾不能干活为

主要回流原因而返乡的村域样本回归结果；列（4）为改变变量的回归结果，具体来说，用老龄化率的百分比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出

率、返乡率的百分比作为解释变量；列（5）为改变度量方法的回归结果，具体来说，用县域内去除本村的平均返乡率的对数作为工具

变量进行回归。
 

五、结论与启示

劳动力流动直接影响乡村的人口结构，造成老年人口规模相对变化，这是农村老龄化速度

加快的直接原因。随着流动进程的加快，劳动力流动趋于稳态，青壮年在城镇生活与就业，其进

城定居的愿景和趋势增加。但农村老龄化程度加剧的形势并未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现

象也更为明显。本文通过研究发现：

第一，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候鸟式”流动减少，流动趋于稳态，就业大都

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力作息时间稳定而有规律，几乎所有的生活、工作都在城镇，流出

的农村劳动力实质上就是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劳动者，也是城镇的常住人口。因此，劳动力流出

直接导致农村老龄化程度加快。

第二，农村劳动力回流不返乡。大部分流出劳动力并未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流出劳动

力与农村、农业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回流的劳动力并不会回到农业，也不会回到农村，回流也

不返乡。回流只回到原居住地周边的城镇，这对农村老龄化加快的缓解作用不大，因而出现劳

动力回流明显而老龄化依然加速的“现实悖论”。

第三，中国农村聚族而居的现象正逐步减少，城镇定居已经成为流出劳动力的愿望。随着

劳动力流动到城镇，稳定而有规律的作息时间使其产生强烈的定居需求。并且，经济发展方式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必然强化这一特点。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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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使得进城定居成为趋势。老年人因为生活习惯和成本的考量倾

向于留在乡村，进城镇定居以青壮年居多，这加快了乡村老龄化速度。

第四，因为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的不同，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乡

村老龄化的作用也存在差异。教育、婚姻、团聚、养老等非经济因素吸引着劳动力回流，这类非

经济因素保障力度越大，青壮年劳动力回流并且回到农村的意愿也就越大，返乡对乡村老龄化

加剧的弱化作用也就越明显。本地较多的就业机会不仅会吸引劳动力回流，也会让劳动力留下

来，对老龄化的弱化作用更为明显。

本文总结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龄化的影响。在劳动力流动成为常态，城镇定居趋势越来

越明显的背景下，农村的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应警惕回流劳动力因“无业可就”而再次外出以

及乡村公共服务较弱导致劳动力并不回到农村的情况。因此，需要持续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村多

层次养老体系建设。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提高农民收入，吸引劳动力返乡，缓解农村老龄化加剧的趋势。

虽然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劳动力外出规模持续扩大，回流不返乡，农业和农村都只

剩下老人，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发展就会受阻，这不利于乡村振兴的推进。让数字经济为农业赋

能，提高高标准农田规模，使得农业生产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以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业

现代化水平。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应改变家庭收入结构，强化土地要素的财产功能，

并避免“无人种地”的局面。推动农业向全产业链延伸，例如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达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的。另外，应发展农村经济，创造本地就业机会，为本

地农民工和回流农民工提供就业的可能，吸引劳动力返乡，以缓解农村老龄化加剧的局面。

第二，提高村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避免因为非经济因素而使得劳动力反复流动。从

农村和城镇两方面发力：在农村方面，应提高村域内公共服务、基础公共设施的保障力度，包括

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避免劳动力因为子女教育、就医、老人照料等因素而不得不往返

流动。并且，应丰富农村生活，推动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在城镇方面，持续推进“以人为

本”为目标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稳定性，保障其公共服务的权益，解决

其子女的教育等问题。另外，让愿随儿孙迁移的老人尽量迁移，利用城镇资源集中的优势带动

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激发各方潜能，构建农村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在劳动力流动趋于稳态的背景下，青

壮年到城镇定居而老人留在农村，这种代际居住分离直接冲击中国传统的以“养儿防老”为主

的家庭养老模式。推动农村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激发政府、社会、家庭养老的潜能，审

慎提高新农保的养老金水平。引导社会资源参与养老服务，鼓励有条件和资源的组织在老人集

中的地方修建养老机构、活动室，确保老人能够“老有所依、病有所养”。强化家庭赡养功能，推

动“孝文化”的传承，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家庭的支撑能力。另外，政府应该推动互联网与养老

相结合，探索农村养老的体制机制创新，包括老人互助等多种养老模式，从而提高农村养老服务

的保障水平。

第四，强化关注和扶持农村弱势老年群体。农村老人的积蓄不多，收入水平较低，而农村的

养老保障体系保障的范围和力度较小，因此需要强化对弱势老人群体的关注和扶持。应综合运

用扶贫、医疗、低保、临时救助、保险等政策。落实《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关于

留守老人中长期专门规划，提高家庭、企业和社会多个主体的积极性，完善农村留守老人关爱

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近年来，政府和社会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格外关注，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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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政策及国家发展战略必然以准确研判老龄化趋势为前提。因此，应以全面提升老年福祉为

目标来关注和扶持弱势老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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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teady Flow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China on
Rural Aging: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09—2021 Thousand-village Survey

Kang Jiaojiao1，2,  Wu Fangwei1，2

(1. College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for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The aging rate in rural China continues to accelerate, and rural areas remain a key and diffi-

cult point in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ging population. This paper employs data from the

Thousand-village Survey conducted b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from 2009 to 2021 for

empirical testing, indicating that the flow of rural labor force tends to be steady, the intensification of rural

aging has not weakened, and the urban-rural inversion phenomenon of population aging is more obvious.

　　The main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are that: First, the nature of rural migrant labor force has changed.

The outflow labor force is essentially urban workers with residence registr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it is the per-

manent population of cities and towns, which directly leads to the acceleration of rural aging. Second, the out-

flow labor force has adapted to the employment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urban areas, and even if they return,

most of them do not choose rural hometowns. The return has little effect on alleviating the accelerated aging of

rural areas. Third, the traditional co-residence of ethnic groups is gradually being broken down, and settling in

urban areas has become a vision and trend for the outflow labor force. Meanwhile, most of the people who

settle in urban areas are young and middle-aged, and the elderly tend to stay in rural areas, which accelerates

the pace of rural aging. Fourth, the impact of rural labor force flow on rural aging varie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rural infrastructure, public services, social security,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n-

tinu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level elderly care system in rural area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provides supplements on the content and data of

relevant research. Second,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elucidate the sustained acceleration of rural aging in

China’s rural areas. Third, considering non-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loc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fra-

structure,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security, it delves into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the steady flow of rural

labor force on rural aging. This multifaceted exploration paves the way for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further pro-

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Key words:  rural aging； return； steady flow； co-residence of 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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